
 

 

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
—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视角

蒋    为，周    荃，干铠骏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方言壁垒从成本和偏好这两个方面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地方分割，从而限制了中国企业

的本地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这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

需要引起重视。文章利用中国方言数据测算了不同县级层面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并结合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从本地市场效应的角度，就中国企业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进行

了实证分析。基于分组回归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1）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具规模

经济的行业出口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上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有助于更具规模经济行业中的

企业发挥本地市场规模的优势。（2）方言是造成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方言形成的壁垒限

制了中国企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进而抑制了中国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出口与发展。因此，突

破不同地区在文化与语言上的无形壁垒是进一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而全面形成国内

统一的大市场格局是中国企业发挥本地市场与规模经济优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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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繁荣被认为源自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伴随着人口

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支撑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有动力已经难以为继，这

种比较优势越来越表现出其内在的脆弱性（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下，

本地市场效应是决定一国贸易模式与贸易利益的重要因素，成为要素禀赋以外，国际贸易产生

最重要的源泉之一（Krugman，1980）。由于受到文化、制度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国

内市场在地区间出现了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极大地抑制了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朱希伟

等，2005；张杰等，2010）。本地市场效应不足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限制条件，

削弱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经济效益与竞争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文献从司法独立、地方保护以及基础设施等制度或政策的角度对国

内市场分割的成因进行分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以方言壁垒为代表的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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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重要成因（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刘毓芸等，2017）。

方言所形成的地区间壁垒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阻碍了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并抑制了企业本

地市场效应的发挥。一方面，方言的多样性导致同一国家内部的族群存在不同的身份认同感，不

同方言群体不仅在交流中存在障碍并引发贸易成本，而且将导致不同地区间心理距离的扩大并

带来不信任感，阻碍了地区间分工合作的形成。这显然从供给层面增加了地区间企业的贸易成

本，方言这一无形壁垒将完整的国内市场进行分割。另一方面，方言代表着共同的文化符号与祖

先结构，不同族群因方言有着共同的认知、信任与纽带关系，这将显著影响人们对产品的偏好。

本地消费者将因为偏爱、信任等感情，更加偏好来自共同方言地区的产品。这两方面因素都将导

致共同方言的区域内部与区域外形成更强的市场分割。但现有研究并未对方言的贸易效应进行

识别。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进行检验

与分析，以扩展现有研究对方言经济效应的认识。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重要文献是有关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Krugman（1980）在

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下对贸易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

国家（地区）将成为净出口国（地区），并将此称之为本地市场效应。此后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在考

虑生产率异质性后同样发现了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Melitz，2003）。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大量

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钱学锋和黄云湖（2013）采用多国 HME 框

架估计了中国不同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逐渐成为

中国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但现有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行

业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这不仅源自供给因素，而且来源于需求方面的因素。Coşar 等（2018）发现

贸易成本、生产成本、品味的差异性均是造成本地市场效应的重要原因。他们尤其关注本地消费

者对本地品牌的偏好，从而解释了外资企业的本地化经营策略。但是，现有文献对本地市场效应

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本地市场规模取决于本国总体经济规模或者人口规模，但有效的本地市

场规模却因为市场分割的存在远远小于本国的经济与人口总量。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文

化、地理与制度方面均存在地方市场分割的大国而言，在原有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度量与识别

的框架基础上进行检验，得到的结果显然是有偏的。

本文从本地市场效应的角度出发，建立起方言与出口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对其进行检验。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首先利用《汉语方言大词典》与《中国语言地图集》对不同地区的方言进行

识别，进而通过不同地区方言的分布信息构造共同方言市场变量，以识别方言所带来的市场分

割。其次，本文在规模报酬系数与资本转售率的基础上，分别利用分样本比较与双重差分法，利

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方言的出口效应进行检验与分析。最后，本文从共同方言市场的度量、

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问题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尤其是，本文

采用遗传距离构造的共同基因市场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等方面对估计结果所带来

的潜在影响。本文的检验结果均证实了方言壁垒因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出口效应。本文的研究发

现，方言是造成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方言形成的壁垒限制了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发

挥，进而抑制了中国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出口与发展。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扩展与创新：一方面，本文有利于我们从开放条件下检

验方言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从而为方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机制与证据。现有关于

方言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方言对国内不同区域间要素流动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从而以此识别方

言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徐现祥等，2015）。但是，方言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微观

机制却始终未受到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提供新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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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本文在传统的本地市场效应假说中加入了国内地区市场分割的因素，扩展了新贸易理论与

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现有关于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均假设国内市场不存在市场分

割，这也就过度夸大了现实中的本地市场规模。本文则从方言角度入手，对造成本地市场分割的

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检验，从而为方言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并从地方市

场分割的角度拓展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Krugman（1980）指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

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并将这一现象称为本地市场效应。此后的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扩展

了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边界，并对其展开了实证检验。Melitz（2003）将企业异质性假设引入了

Krugman 模型，认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支付沉没成本，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能够支付沉没成本

同时进入国内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能够促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成为企业出口的

重要优势。然而，Krugman（1980）和 Melitz（2003）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国内市场一体化假设基础

之上的，并没有考虑国内市场分割的存在。这一理论假设在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的中国很难成

立。朱希伟等（2005）较早地提出了中国企业偏向于直接进入国外市场，而非在国内进行市场扩

张的现象，并且洞悉到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出口过度扩张间的矛盾。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面临严

重市场分割的情形下，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沉没成本更低且更不具规模经济的 OEM 方式出口，

从而形成了过度出口的分离均衡。张杰等（2010）则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就市场分割对中国企业

出口的影响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只抑制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外资企业并不受

影响，从侧面证实了朱希伟等（2005）的研究假设。

朱希伟等（2005）和张杰等（2010）的研究很好地弥合了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且他

们的研究表明虽然表面上市场分割加剧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这种依赖主要集中于

外资企业以及 OEM 类型的生产阶段，导致中国企业选择规模经济递减的低沉没成本生产阶段，

这种效应对于内资企业尤为严重。但是，他们的研究仍然有待扩展：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仅仅指

出市场分割将影响中国的出口模式，却并没有讨论市场分割的来源及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本

文正是在本地市场效应视角下，通过引入共同方言市场，考察了方言壁垒所形成的市场分割对

企业出口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注意到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市场是

复杂块状分割的，不同地区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市场规模是迥异的，而文化和方言的隐形壁垒在

块状分割市场的形成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本文正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刻画与检验了分割市

场对企业出口模式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中国国内的市场分割，Young（2000）的研究较早地对中国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提出

了严格的理论假设，此后的大量研究均将中国严重的市场分割归因于渐进式改革所形成的地方

保护。然而，正如高翔和龙小宁（2016）所指出的，行政区划作为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基础条件，

其产生就受到文化分割和方言壁垒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文化与方言所产

生的市场分割，并对其经济效应展开了分析。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气候、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

不同的语言文化，而不同的语言特征不仅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打下了显示性的标签，而且在不同

地区间的情感沟通与市场交易中形成了隐形的方言壁垒。例如，高翔和龙小宁（2016）从省制的

行政区划角度入手，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了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间的贸易成本迅

速提高，从而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刘毓芸等（2017）从方言的角度入手，从侧面证实了方言壁

垒所带来的市场分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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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图 1 中展示了方言壁垒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论机制与框架，其中的虚线部分表示因不

同地区方言差异所形成的隐形壁垒，这些壁垒将市场划分为不同的地区，本文将这些使用相同

方言的地区称之为共同方言市场。因此，方言壁垒的分割是共同方言产生的原因，方言壁垒分离

得越碎片化，共同方言市场规模也就越小。虽然共同方言市场的大小并不等价于本地市场规模，

企业依然能够穿越方言壁垒向不同方言市场销售产品，但方言壁垒的存在却大大提高了企业异

地销售的成本，共同方言市场与本地市场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方言是不同

地区个体独特的标志物，不同方言群体不仅在交流中存在障碍并引发贸易成本（林建浩和赵子

乐，2017），而且还将导致不同地区间心理距离的扩大并带来不信任感，阻碍跨地区分工合作的形

成（刘毓芸等，2017）。这显然从供给层面增加了地区间企业贸易的成本，方言这一无形壁垒将完

整的国内市场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共同的方言体现了不同地区间在偏好、文化、制度以及气候

上的相似性，为基于本地偏好生产的产品赢得共同方言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提供了先天优势（高

翔和龙小宁，2016；黄玖立和刘畅，2017）。因此，更小的共同方言市场导致企业必须面对共同方

言市场外使用不同语言的区域市场，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显然是更高的。例如，Jensen 和 Miller（2018）

发现本地消费者对外地商品的质量、声誉与特色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本地消费者对外地商品需

求的下降。对于不同方言地区的商品，信息不充分将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企业所能获取的本地市

场规模大大缩小。

方言壁垒所引发的共同方言市场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本地市场规模，形成了无形的市场

分割。根据朱希伟等（2005）的研究，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国内贸易成本与出口市场沉没成本之间

的差异将导致截然不同的开放均衡。一方面，市场分割的形成导致中国企业进入异地市场的贸

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甚至时常高于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然而，OEM 以及加工贸易的方

式具有沉没成本低且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特征，这导致企业得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国际市

场，形成了以出口为基础的开放经济均衡，这不仅造成中国企业的生产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或

递减，而且导致在此条件下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出口正相关关系的产生，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

依赖和行为扭曲。然而，对于出口市场中沉没成本仍然高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其市场的扩张仍然

依赖于本地市场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仍然将形成以本地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均衡，导致市场

分割与企业出口间负相关关系的产生。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方言壁垒将会导致共同方言市场的产生，而共同方言市场的扩张将提高企业的本地市场规

模，但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的规模经济与沉没成本特征。若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

沉没成本较低的行业，则方言壁垒将导致企业出口的增加，企业将建立以出口市场为基础的开

放均衡；若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沉没成本较高的行业，则方言壁垒将导致企业出口的减少，

企业将建立以本地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均衡。

方言壁垒 共同方言市场

市场分割

沉没成本低

沉没成本高

规模报酬递减

规模报酬递增

以本地市场为基础的
开放均衡

以出口市场为基础的
开放均衡

（+）

（−）

中
国
企
业
出
口

图 1    方言壁垒影响企业出口的理论机制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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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数据说明

为了刻画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本文所采用的企业数据来自 2005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了非制造业企业。样本期间，中国行政区域的划

分经过了不断的调整，本文对样本所涉及的区域行政编码进行了统一。本文删除了总资产小于

固定资产、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的企业样本，删除了增加值、就业人数和销售额为负的企业样

本，并删除了职工人数少于 8 人的企业样本。

本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分析单位，使用源于中国研究服务数据平台的汉语方言数据来刻画

方言特征。其中，根据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所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所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本文将汉语方言从粗略到细致依次分

为：汉语、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次方言）。①本文采取方言片作为基本的方言单元。我们在

整理后依据数据库中所报告的中国 2 282 个县级行政区划所使用的具体汉语方言片来构建每个

县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此外，对共同市场的刻画还需要人口分布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本文采

用了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所报告的县级人口数据；另一方面，本文采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该数据从 2000 年人口普查中进行分层抽样所得，覆盖了除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外

的其他 31 个省份，抽样调查样本占到了全国 1% 的人口，并在调查中涵盖了收入、职业等丰富的

居民基本信息，能够很好地反映人口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二）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 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对方言多样性的出口效应进行估计。当企业进行出口

决策时，它们将面临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两方面的选择。根据 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本文设

定第一阶段考察企业的扩展边际，将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Pr
(
ex f i j = 1

)
= αa+βa

1Common j+β
a
2Sub f i j+γ

aX f i j+φ
aY j+ϕp+ϕi+ε f i j （1）

其中，f 代表企业，i 代表行业，j 代表县；ex 为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若出口为 1，不出口

则为 0；Common 表示共同方言市场规模；X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生产率、企业规模、企

业经营年限与企业所有制变量，控制了企业层面的特征；Y 表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

受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到港口距离变量，控制随地区发生变化的特征与因素。

为了避免无法观测因素所带来的重要变量缺失的问题，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行业（φi）与省份（φp）

层面的固定效应，计算了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参考张杰与郑文平（2015）对补贴出口效

应的研究，选择政府补贴（Sub）作为模型的识别变量，若获得补贴则变量为 1，否则为 0。在模型

（1）中，本文最关注共同方言市场变量（Common）的估计系数。我们预期共同方言市场变量的估

计系数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中显著为正，在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中显著为负。

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的第二阶段为企业出口规模的决定模型，考察了企业出口的集约

边际。在第二阶段模型中，我们加入了第一阶段模型所估计得到的逆米尔斯比，以克服样本选择

偏差。若逆米尔斯比显著不为 0，则第二阶段模型存在样本选择问题，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

能够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将第二阶段模型设定如下：

蒋    为、周    荃、干铠骏：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

① 商务印书馆在 2012 年重新修订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但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均在 2012 年之前，采用该更新的数据库可能

不合适，且增加了出口影响方言的内生性问题风险。此外，2007 年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就不再汇报中间品与增加值的信息。因此，为了突

破诸多研究限制和最大程度地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最终并未选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作为整理资料的依据，而是采用了 1987 年出

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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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exvalue f i j+1) = αb+βb
1Common j+γ

bX f i j+φ
bY j+η

bλ f i j+ϕp+ϕi+ε f i j （2）

其中，exvalue 为企业出口交货值，取出口交货值加 1 后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还考虑了企

业层面（X）与地区层面（Y）的控制变量，对控制变量的设定与第一阶段模型保持一致；为了避免

不可观察因素导致的遗漏关键解释变量问题，本文在模型（2）中考虑了行业与省份层面的固定效

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而仅随行业或省份变化的不可观察因素。在模型（2）中，我们并没有加

入补贴变量，而是加入了逆米尔斯比（λ f i j）变量。在模型（2）中，本文最关注共同方言市场变量

（Common）的估计系数。根据新贸易理论的理论预测，我们预期共同方言市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中显著为正，在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中显著为负，进而通过两组估计之间

的差异对方言的出口效应进行推断。

本文将采用 Rajan 和 Zingales（1998）提出的双重差分模型就共同方言市场影响企业出口的

行业差异性进行识别，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与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引入

地区层面的共同方言市场变量与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变量，从而进一步检验共同方言市场规模

扩张影响具有不同规模经济的行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性。具体方程如下：

Pr(ex f i j = 1) = αc+βc
1Common j×Scalei+β

c
2Sub f i j+γ

cX f i j+φ
cY j+ϕp+ϕi+ε f i j （3）

ln(exvalue f i j+1) = αd +βd
1Common j×Scalei+γ

dX f i j+φ
dY j+η

dλ f i j+ϕp+ϕi+ε f i j （4）

其中，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共同方言市场与规模经济变量的交乘项，并在模型中加入

了各自的直接项；Scalei 表示行业 i 的规模经济变量，本文采用规模报酬系数与资本转售率指标

对规模经济进行度量。一方面，当采用规模报酬系数作为规模经济的代理变量时，规模报酬系数

越大，则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越强，我们预期此时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共同方言市场规

模的扩大对规模经济效应更大的行业的出口促进效应更大。另一方面，当采用资本转售率指标

作为规模经济的代理变量时，资本转售率指标越大，则规模经济程度越低，我们预期此时交乘项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三）指标构建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本文从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两个角度对企业出口进行刻画。对

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出口交货值度量企业出口倾向，出

口则赋值为 1，不出口则为 0；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采用出口交货值加 1 的对数形式

表示。

2. 核心解释变量：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本文通过判断中国任意两两县级行政区域的次方言

是否相同，以识别其是否处于共同方言区域。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指数的构造方

式，即一省区所面临的潜在市场容量是一个空间加权平均值，该指标与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市

场规模呈正比，但与其他地区到该地区的距离呈反比。基于此，本文构造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变

量如下：

Common j =

N∑
s=1

[I
(
Fs = F j

)× pops/diss j]

N∑
s=1

(
pops/diss j

) （5）

其中，下标 j 表示县级行政区划；s 表示与县级行政区 j 相配对的区或县；F 表示不同地区所使用

的方言或主导方言；I（·）表示一个示性函数，用来判别地区 j 与地区 s 是否属于共同方言市场，若

两地区所使用的方言或主导方言相同，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pop 为人口数，dis 为两地区间的球

面距离。在计算共同方言市场变量时，本文将本地区视为自身的共同方言市场，并将自身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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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距离取值为 1。本文以地区人口数量作为该地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但由于不同地区

间的地理距离是不同的，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规模效应呈递减趋势，本文采用地理距离的

倒数作为权重，对共同方言市场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求和，并得到其在最大潜在共同方言市场

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

为了展现中国不同地区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差异性，本文在表 1 和表 2 中对共同方言市场

排名前 10 位和后 10 位的县级行政区划进行了分析。表 1 展示了共同方言市场排名前 10 位的县

级行政区划，全国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最大的县级行政区划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其共同方言市场

规模指标值为 0.554。从表 1 中我们能够发现，除了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以外，共同方言市场规

模较大的地区均集中于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等出口集聚的地区。表 2 则展示了共同方言市

场排名后 10 位的县级行政区划，全国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最小的县级行政区划是江西省鄱阳县，

其共同市场规模指标值为 0.041。从表 2 中我们能够发现，共同方言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均集中

于江西、新疆、山西和安徽等出口较少的地区。

3. 规模经济。共同方言市场对规模经济特征不同行业的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是存在差异

的。为了识别行业规模经济特征，本文从行业规模报酬系数与沉没成本两个角度来测度。

一方面，本文假设企业的生产方程服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形式，企业的规模报酬特

征应当由劳动力与资本的参数决定。本文参照 Olley 和 Pakes（1996）提出的方法，对行业的生产

表 1    共同方言市场排名前 10 位的县级行政区划

省份 地级市 县级行政区划 共同方言市场规模

1 上海市 市辖区 浦东新区 0.554

2 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0.543

3 上海市 市辖区 杨浦区 0.532

4 上海市 市辖区 虹口区 0.526

5 广东省 佛山市 南海区 0.522

6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0.516

7 北京市 市辖区 朝阳区 0.516

8 云南省 昆明市 官渡区 0.515

9 上海市 市辖区 闸北区 0.515

10 广东省 广州市 白云区 0.514

表 2    共同方言市场排名后 10 位的县级行政区划

省份 地级市 县级行政区划 共同方言市场规模

1 江西省 上饶市 鄱阳县 0.041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0.044

3 山西省 临汾市 大宁县 0.047

4 安徽省 池州市 石台县 0.050

5 安徽省 黄山市 黔县 0.052

6 山西省 临汾市 永和县 0.055

7 江西省 宜春市 铜鼓县 0.062

8 山东省 日照市 岚山区 0.064

9 安徽省 宣城市 旌德县 0.067

10 福建省 三明市 明溪县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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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进行估计，进而通过规模报酬系数识别每个行业的规模经济特征。该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缺

失变量问题以及由企业进入退出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具体形式如下：

Yit = β0+βLLit +βK Kit +ηit +εit （6）

其中，Y、L 和 K 分别表示企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的对数形式。ηit 是被企业决策者观察

到了而没有被研究人员观察到的生产率冲击；εit 是同时没有被企业决策者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

生产率冲击。通过对式（6）的估计，我们能够得到劳动力与资本的估计系数。本文利用劳动力与

资本的弹性估计系数之和，就能够求得企业的规模报酬系数。根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二

位行业划分，中国制造业中共有 7 个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22 个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①从

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行业普遍未发挥出规模经济，这也印证了朱希伟等（2005）的研究发现，即

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缺乏本地市场规模，选择进入沉没成本较低且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区段

中，从而无法发挥规模经济以及本地市场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方程的设定具有较强的假设性，生产方程的设定将会影响到结果

的准确性。根据 Krugman（1979）和 Krugman（1980）的模型设定，沉没成本与固定成本是企业规模

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沉没成本的角度对行业的规模特征进行进一步刻画。具

体而言，本文采用 Balasubramanian 和 Sivadasan（2009）提出的行业资本转售率指标，作为行业沉没

成本的代理变量。资本转售率越高，行业沉没成本则越低，进而行业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小。

4. 识别变量与控制变量。（1）识别变量：补贴虚拟变量。本文选择补贴作为模型的识别变

量。具体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了每个企业受到政府的生产性补贴，本文根据这一信息将

补贴变量设定为虚拟变量的形式，若企业获得补贴则赋值为 1，未获得则为 0，将其加入到第一阶

段模型估计中去。

（2）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X）。本文还加入了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与企业所有制

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设定如下：①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采用 Olley 和 Pakes（1996）的方

法计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模型中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控制变量。②企业规模。本

文采用总员工数量的对数形式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③企业经营年限。本文将企业经营年

限变量定义为 2006 减去该企业成立年份的对数形式。④企业所有制。本文按照企业工商注册

代码将企业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别设定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虚拟变

量以控制所有制形式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若企业所有制形式为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3）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Y）。本文利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 2006 年《城市

统计年鉴》，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城市受教育水平、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城市最近

港口距离，以控制城市层面特征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对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设定如下：①城市

受教育水平。我们采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涉及的个人受教育信息，对城市平

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估算：文盲为 0 年，半文盲为 1 年，小学程度为 5 年，初中程度为 9 年，高中程

度为 12 年，大专及本科程度为 16 年，研究生程度为 19 年。②城市人口密度。我们采用该城市的

常住总人口数与该地区地理面积之比作为其代理变量。③外商直接投资。我们采用该城市外商

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④城市离最近港口的距离。我们采用该城市与距其最

近港口的球面距离作为其代理变量，以控制贸易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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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出口效应的分组估计

为了检验方言壁垒对中国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方言数

据，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对方程（1）与方程（2）进行估计，并均在估计中控制了省份与行业的

固定效应。为了避免异方差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均计算了稳健标准差。基于此，本文从

规模经济与二元边际的角度分别探讨方言壁垒的出口效应。

本文采用 Olley 和 Pakes（1996）的方法估计了式（6）的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并根据资本产出

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之和计算了规模报酬系数。规模报酬系数大于 1 的行业被划分为规模报酬

递增行业，而规模报酬系数小于 1 的行业则被识别为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本文根据我们对规

模报酬递增与递减行业划分的子样本，分别对方程（1）和方程（2）进行估计。本文采用补贴作为

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识别变量，识别变量在表 3 中的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正，即补贴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这一估计结果与张杰和郑文平（2015）的研究结论

一致。本文采用第一阶段 Probit 模型构造逆米尔斯比，再将其加入到计量方程（2）中以得到其估

计结果。逆米尔斯比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的估计确实存

在样本选择性偏误，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估计是有效的。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一方面，对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共同方言市场变量在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方程中的估计

系数为 0.056，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于规模报酬递减行业而言，共同方言市场

变量的估计系数则为−0.108，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估计结果表明，方言壁垒

表 3    共同方言市场出口效应的分组估计结果

规模报酬递增行业 规模报酬递减行业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1） （2） （3） （4）

共同方言市场 0.056**（0.028） 0.634**（0.271） −0.108***（0.014） −1.640***（0.145）

补贴 0.061***（0.005） 0.040***（0.003）

生产率 −0.002（0.002） 0.074***（0.016） 0.014***（0.001） 0.329***（0.011）

企业规模 0.082***（0.002） 1.588***（0.062） 0.084***（0.001） 1.432***（0.030）

企业经营年限 0.009***（0.002） 0.098***（0.023） 0.029***（0.001） 0.347***（0.016）

国有企业 −0.025***（0.008） −0.068（0.068） −0.069***（0.006） −0.691***（0.055）

外资企业 0.219***（0.004） 4.086***（0.153） 0.237***（0.002） 3.823***（0.074）

地区受教育水平 0.084**（0.035） 1.525***（0.344） −0.062***（0.017） −0.764***（0.170）

人口密度 −0.030***（0.006） −0.488***（0.057） −0.009***（0.003） −0.092***（0.027）

外商直接投资 0.021***（0.003） 0.282***（0.033） 0.035***（0.002） 0.422***（0.019）

到港口距离 −0.008***（0.001） −0.130***（0.013） −0.010***（0.001） −0.129***（0.00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ills Ratio 1.712***（0.204） 1.193***（0.112）

F 检验 332.89 1 487.51

Wald 检验 8 470.26 38 982.4

（伪）拟合优度 0.271 0.303 0.277 0.342

样本量 39 293 39 293 158 330 158 330
　　注：（1）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2）Probit 模型中 R2 统计量为 Pseudo
R2，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 R2 为拟合优度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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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将导致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使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造成

规模报酬递减行业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从而导致共同方言市场更大地区的企业更集中于出口

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产品。另一方面，本文对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与递减行业集约边际的估计结

果分别为 0.634 和−1.640，且均在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方言壁垒所带来的出口效应在规模

报酬递增行业与递减行业上存在巨大差异，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提高规模报酬递增行业

的企业出口规模，但却会降低规模报酬递减行业的企业出口规模。方言将通过降低本地市场规

模的扩张，造成本地出口结构偏向于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和部门，从而不利于本地市场效应与

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企业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固定

效应，以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问题。一方面，本文加入了生产率、企业规模、经营年限以及所有

制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的生产率、规模、经营年限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表明生产率、企业规模与经营年限均能够提高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本文还加入

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以控制所有制因素对企业出口所带来的影响。根据表 3 的估

计结果，国有企业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对集约边际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

则在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上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企业无论在出口倾向还是出口规

模上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加入了地区受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外商直接

投资和到港口距离等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地区受教育水平在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中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规模报酬递减行业中的估计系数却显著为负。人口密度、到港口距离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负，外商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则显著为正。

（二）出口效应的双重差分检验

在表 3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加入了行业的规模经济特征，以识别共同方言市场扩张影响

企业出口的效应在不同行业上的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分别采用规模报酬系数与资本转售率作

为行业规模经济的代理变量，以行业层面规模经济变量与地区共同方言市场变量的交乘项来识

别共同方言市场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报告了采用双重差分法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省份与行业层面的固

定效应，但并未加入行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直接项，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于双重差分法的

表 4    共同方言市场出口效应的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

规模报酬系数 资本转售率

（1）扩展边际 （2）集约边际 （3）扩展边际 （4）集约边际

共同方言市场 −1.975***（0.434） −19.564***（4.270） 0.042（0.027） 0.261（0.245）

补贴 0.045***（0.002） 0.046***（0.003）

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报酬系数 1.948***（0.444） 18.788***（4.362）

共同方言市场×资本转售率 −1.236***（0.226） −15.964***（2.0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ills Ratio 1.301***（0.098） 1.363***（0.109）

F 检验 1 536.86 1 291.77

Wald 检验 47 482.63 39 018.46

（伪）拟合优度 0.276 0.337 0.277 0.339

样本量 197 623 197 623 159 341 159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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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本文在模型中同样加入了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避免遗漏解释变量的问题，

且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保持了稳健。根据表 4 的估计结果，本文分别采用规模报酬系数与资

本转售率以对行业规模经济特征进行刻画，通过估计其与共同方言市场变量交乘项的估计系

数，以识别方言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机制。表 4 中的列（1）和列（2）展示了共同方言市场与规

模报酬系数的交乘项估计结果：无论对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而言，交乘项的估

计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共同方言市场的扩张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

集约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规模报酬系数的增大而不断提高，共同方言市场

的本地市场扩张效应偏向于更具规模经济的行业。表 4 中的列（3）和列（4）则展示了共同方言市

场与资本转售率的交乘项估计结果：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方程中，交乘项估计系数均在 1% 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共同方言市场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随着

资本转售率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即随着行业规模经济的降低而不断降低。这同样证实了前两列

的估计结果与推论。

（三）稳健性检验与分析①

1. 共同方言市场的重新度量。为了确保本文得到的结果并不因指标的变化而变化，在原有

公式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每个县级行政区划的 GDP 作为新的权重对共同方言市场指标进行重新

度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方程（1）−方程（4）进行估计，就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影响企业出口的扩

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分别进行检验与分析。本文检验发现：无论是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共同方

言市场规模对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规模报酬递减行业的影响则显著为

负，即方言壁垒对本地市场效应的限制将导致本地出口结构偏向那些不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

这一结果与基准估计保持一致。此外，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估计方程中，规模报酬系数与地

区共同方言市场的交乘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与资本转售率的交乘项估计系数则显著为负，

均表明共同方言市场扩张所带来的出口效应随着行业规模经济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即双重差分

模型的估计结果同样是稳健的。

2. 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由于不同地区采用方言种类的不同同样会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方言的种类同样是决定共同方言市场大小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避免遗漏方言类型而导致

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加入了方言类型的固定效应。一个地区方言多样性的高低不仅会影响

本地区的市场规模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出口，而且也会影响当地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这种潜在

机制导致了第三方共同影响因素的存在，也导致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徐现祥等

（2015）对方言多样性的测算方法计算方言多样性指数，采用 HHI 的方式，对方言多样性程度进行

度量。本文在考虑了方言固定效应与方言多样性后，发现估计结果保持稳健。无论对于扩展边

际还是集约边际，在方言多样性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方面，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均大于规模报酬递

减行业的估计结果。这说明方言多样性同样降低了本地市场效应，导致其对规模报酬递增行业

所带来的出口抑制效应显著大于规模报酬递减行业。

本文所采用的地区层面的共同方言市场的出口效应，还受到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如地区

性政策、地方官员偏好、产业结构等因素不仅可能影响共同方言市场的规模，而且还会影响企业

的出口，这就将导致遗漏解释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在方程中加入了产业政策、市长受教育水

平以及当地产业结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对本文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分析。具体地，

本文以当地工业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度量当地的产业结构，采用所在城市市长的受教育年限体

现地方官员的偏好，采用该省二位行业是否实施产业政策的虚拟变量度量地区性政策。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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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后，本文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3. 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的研究，选择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为

了计算不同城市间的遗传距离，本文使用赵桐茂等（1991）的免疫球蛋白 Gm 单体型频率数据，去

掉其中的 Gm3;5 型以及只包含少数民族样本的城市。本文采用 Hedrick（1971）所提出的基因距离

算法，根据 Nei（1972）的方法计算得到两地区间更为稳定的遗传距离 DIH 变量，作为两地区间的

遗传距离的代理变量。根据赵桐茂等（1991）、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的建议，本文选定上海市作

为构造遗传距离的基准城市，在两个城市相对于基准城市的绝对遗传距离基础上，再计算相对

遗传距离。遗传距离的计算方法只能测算出不同群体在血统上的分离时间，却无法反映共同遗

传基因的市场规模。因此，本文在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基础上，以人口规模与遗传距离的比值作

为权重，进而根据遗传距离计算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工具变量。本文选取所计算出的全部相对

遗传距离中最小的前 10% 作为具有共同遗传距离的市场。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后估计发现：共

同方言市场对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规模报酬递减行业的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估计结果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基准估计所得到的结果相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采用

工具变量法估计所得到的系数，在绝对值上相比基准估计均有所增大，这表明内生性问题确实

导致了共同方言市场效应的低估，但工具变量估计并未改变本文基准估计所得到的基本结论。

4. 样本稳健性分析。本文将那些出口额占销售额比重超过 90% 的企业识别为外向型企业，

并将其从样本中删去，以保证样本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在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中，共同方言

市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规模报酬递减行业中，估计系数却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仍然是稳健的。进一步发现，规

模报酬系数与共同方言市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共同方言市场与资本转售率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这同样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再采用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的面板数据，假设各县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变量不随时间而变化，发现在控制年份固定效

应后，估计结果仍然保持稳健。

五、结论与启示

全面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格局是中国发挥本地市场效应与规模经济优势的关键，突破不

同地区在文化与语言上的无形壁垒是进一步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尤其是，方言造成

的本地市场分割严重限制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导致本地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下

降，从而抑制本地出口企业发挥潜在的规模经济。本文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与方言数据，测算了中国不同县级行政区的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共同

方言市场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本文从规模经济分组与双重差分两个角度对

共同方言市场的出口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将导致规

模报酬递增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而且也将导致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促进了规模报酬

递增行业的企业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上的扩张。在采用行业层面的规模报酬系数与资本转售

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后，本文同样证实了共同方言市场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出口效应，

共同方言市场规模的扩张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偏向特征，将导致本国出口结

构更加偏向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从而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现有研究对文化

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本文从方言的视角丰富了本地市场效应以及市场分割影响出口的研究，为方言影响经济绩

效的机制分析提供了重要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的版图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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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场的扩展，形成了经济上的文化块状结构。打破方言和族群以语言为特征的身份识别与认

知障碍，有利于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形成全国有效的统一市场，从而利用规模经济形成中国

对外贸易的新动能。虽然历史文化与方言的形成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对地方市场形成的影响也

是深远的，但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支撑了现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政府能够通过改

革户籍制度促进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削弱方言对本地市场的主导作用，从而消除方言对市场分

割带来的无形壁垒。此外，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广普通话、提高本地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从而

从根本上改变方言所带来的沟通障碍与隔阂。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方言所带来的市场分割只是

其经济效应的一部分，方言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同样可能促进创新性思想的产生，从各个方面

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如何权衡好文化与方言所带来的复杂效应，以及保存好文

化与方言标记同样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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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 Barriers to Domestic Market Scale Expansion and
Their Export Effects

Jiang Wei,  Zhou Quan,  Gan Kaiju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domestic market has experienced serious market

segmentation problems between regions. Forming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pattern is the key to bringing into

full play the advantages of the local market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China，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

ible barrier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the key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bal-

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non-institutional factor，the invisible barriers formed by dialects

hinder the formation of large national markets from two aspects of cost and preference，and inhibit the exer-

tion of the local market effect and scale economies effect of enterprises，resulting in the decline of export com-

petitiveness of industries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dialects，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scale of the com-

mon dialect market in different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China，and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common dialect market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of enter-

prise export expansion. It examines the export effect of the common dialect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rouping analysi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DID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

mon dialect market scale will not only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with in-

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but also lea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enterprises，an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After estimating the DID model based on the industry-level scale return coefficient and the capital resale rate，

this paper also confirms the export effect brought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mon dialect market scale.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mon dialect market scale has significant scale economy bia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which will lead to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more inclined to the industry with increas-

ing scale retur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es of sca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 market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segmentation on ex-

ports，and provides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mechanism of dialects affec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helpful to use the economies of scale obtained by breaking the barriers of dia-

lects to form the new momentum of China’s foreign trade，and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conflicts and problems

between preserving cultural mark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well handled.

Key words:  domestic market scale； dialect barrier； local market effect； export effect； economies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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